


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华侨华人

4． 在日中国籍人员的来源地结构与居住地分布

(1) 来源地结构。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对国内中国籍人员的本籍地 (省份) 有长年记录并且

定期汇总公布的国家。 如前所述, 本籍地统计来自于每个人在办理外国人登记

时填写的表格。 一部分人填写了籍贯地, 大多数人则填写了来日前的居住地,

总体上, 本籍地统计反映了来日人员的来源地信息。 如果把在日中国籍人员分

为 1970 年代末以前来日的旧移民和 1980 年代以后来日的新移民, 前者绝大多

数来自台湾地区, 后者绝大多数则来自中国内地。 由两者构成的全体在日中国

籍人员的来源地 (省份) 结构见图 7。

从图 7 可以看出, 日本的中国籍人员主要来自东北三省、 华东地区 (上

海、 福建、 山东、 江苏、 浙江等)、 北京和周围地区以及台湾地区。 这些地区

与日本要么有较特殊的历史关系, 要么有很密切的贸易、 投资关系或者文化教

育交流关系。 而中国广大内陆省份与日本的各方面联系较弱, 因此在日人数也

不多。

图 7　 在日中国国籍者的来源地构成 (2012 年)

注: 本图的原始资料中, 短期逗留者、 外交公务人员不在统计之内。
数据来源: 法务省 (2013): 《在留外国人统计》。

不过, 必须注意的是, 1980 年代来日中国人的主要来源地是作为中国高

等教育、 文化、 经济、 信息中心的北京、 上海。 1990 年代以后, 沿海的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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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诸省以及东北三省才后来居上, 在人数上超过了北京、 上海 (Dai Erbiao,

2004)。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国际人口迁移过程中, 迁出中心常常始于少数与海

外信息、 交通联系方便的中心城市, 然后渐渐扩散到其周围地区。 因此, 随着

中国内陆地区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增多, 今后在日中国籍人员的来源地结构

还会变化, 来自高所得地区者的比例可能会减少, 而来自所得水准较低的内陆

地区者的比例将逐步提高。

(2) 在日本的居住地分布。

外国移民在空间分布上的高度集中是常见现象, 在日中国人的地域分布也

不例外。 从表 15 可以看出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 在日中国人的 70% 左右集中在三大都市圈。 因为留学生选择的高

等教育机构以及毕业后的就业单位大多位于三大都市圈, 这样的分布理所当

然。 但是, 与其他国籍者相比, 中国既是最大的在日外籍专业技术人员来源国

(参照表 14), 也是实际上的最大单纯劳动力 (技能实习生加定住者) 来源国。

同时, 中国也是日本人外国籍配偶的最大来源国。 由于来自中国的单纯劳动力和

表 15　 中国籍、 外国籍全体的区域分布

2007 年 2012 年

外国籍全体 中国籍 外国籍全体 中国籍

日本全国(人) 2152973 606889 2033656 674879

三大都市圈(人) 1513206 412847 1458107 482752

　 东京圈(人) 765890 255784 779095 311183

　 名古屋圈(人) 331269 67592 284727 71559

　 京阪神圈(人) 416047 89471 394285 100010

地方圈(人) 639767 194042 575549 192127

日本全国(% )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三大都市圈(% ) 70． 3 68． 0 71． 7 71． 5

　 东京圈(% ) 35． 6 42． 1 38． 3 46． 1

　 名古屋圈(% ) 15． 4 11． 1 14． 0 10． 6

　 京阪神圈(% ) 19． 3 14． 7 19． 4 14． 8

地方圈(% ) 29． 7 32． 0 28． 3 28． 5

　 　 数据来源: 据财团法人入管协会编 (历年) 《在留外国人统计》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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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配偶较多分布于地方圈的中小城市与农村, 因此在日全体中国人在三大

都市圈的比例略低于全体外国人该比例的平均值。

其次, 2008 年以后, 居住在三大都市圈的中国人占全体中国籍人口的比

例有所上升, 从 2007 年的 68． 0% 上升到 2012 年的 71． 5% 。 这一变化, 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世界金融危机后, 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日本地方圈经济在融资、

经营方面遇到了比三大都市圈更多的困难, 导致地方圈的中国籍人数占全国的

比例趋于下降。 这一趋势今后是否会继续, 尚待观察。

五　 日本华侨华人的地位变化以及和中国的联系

（一）华侨华人的职业状况与社会形象的变化

　 　 1980 年代以前, 在日华侨华人规模较小 (1980 年, 中国籍全体人口为

5． 3 万人, 归化入籍者约 2 万人)。 没有加入日籍的华侨, 和其他在日外国

人一样, 除了不能在各级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外, 进入大公司就职的机会也

很小。 归化入籍者相对有较大的职业选择自由度, 但是要在政府机构与大

企业担任管理职务, 在日本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还是相当困难。 因此,

当时华侨华人最典型的职业是: 中餐馆的厨师和经营者、 汉方药店和杂货

店店主、 游戏机店经营者、 针灸推拿师、 小型进出口贸易公司经营者、 商

业饮食服务业的小业主。 当然, 也有少数华侨华人成为体育、 文艺、 文化

学术界的知名人士。 最著名的是棒球选手王贞治 (1940 年出生于东京, 父

亲原籍浙江, 母亲为日本人), 他在棒球这项日本最有影响的运动中的出色

成绩 (本垒打记录) 和良好的个人品行赢得日本球迷的喜爱和日本社会的

尊重。 1977 年, 王贞治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史上第一个 “国民荣誉奖”

(对象为文化、 体育、 学术领域有重大贡献人士, 获奖人数极少), 也是唯

一一位获奖时为非日本籍人士。 一直到现在, 他在日本棒球界、 体育界的

影响不减。 此外, 当时以邓丽君为代表, 有不少台湾、 香港文艺界人士来

日发展, 虽然最终大多没有在日本定居, 但其影响深远。 其中, 邓丽君

1974 年以东京一家音乐公司的签约歌手身份首次来日, 此后将东京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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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演艺活动据点之一, 展开演艺活动长达十余年。 作为在日本最受欢迎

的亚洲歌姬, 她曾多次应邀在日本传统的红白歌会 (每年 12 月 31 日的迎

新年晚会) 登场。 虽已早逝, 至今仍作为最有影响的华人歌手被日本中老

年歌迷怀念。

1980 年以后, 在日华侨、 华人与其他各类中国籍人口规模 (包括大量的

高学历者) 迅速增加。 特别是进入 1990 年代后, 来日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成为

日本外籍专业人才的最大来源。 因此, 在日华人、 华侨、 中国籍就业者的职业

结构从传统的小规模饮食服务业的厨师、 经营者到大公司白领 (包括工程师、

翻译、 市场分析和新产品开发人员、 涉华业务部门管理人员)、 新兴企业 (包

括多家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 的创业者、 大学 (包括东京大学、 京都大

学、 早稻田大学、 庆应大学等名校在内的几乎全日本所有大学) 教员、 国家

公立研究机构科研人员、 医生、 律师、 记者以及文艺体育界专业人士 (包括

代表日本国家队参加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的排球、 乒乓球、 垒球等项目的许多

华裔男女运动员), 变得更加专业化、 多样化。

与此同时, 1980 年代以前来日的华侨华人的二世、 三世 (第二代、 第三

代), 生在日本、 长在日本, 与其父辈以及 1980 年代以后来日的中国新移民相

比, 显得已经更加融入日本社会。 其中的一小部分 (尽管为数不多) 开始涉

足政坛, 莲舫 (1967 年出生于东京, 父亲原籍台湾, 母亲为日本人, 1995 ~

1997 年曾在北京大学留学) 是其中的代表者。 她曾为著名电视台主播, 2004

年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 (民主党)。 2010 ~ 2012 年担任日本民主党执政的内阁

大臣 (主管行政改革), 也是日本史上首位华人大臣。

1980 年 (特别是 1990 年以后) 的上述变化, 在总体上已经明显提升了在

日华人的形象与社会地位。 但是与此同时, 1990 年代后, 持各种签证来日的

中国籍人员大幅增加, 鱼龙混杂。 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 研修生和技能实习

生、 定住者 (大多为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残留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孤儿及其

后代、 亲属) 以及持各种签证来日但逾期不归者, 来日后大多从事服务业、

制造业、 建筑业、 农林水产业中的 3D 工作, 成为日本社会的底层劳动者。 尽

管日本社会传统上相当尊重劳动者, 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 由于生活、 工作环

境欠佳, 加上缺乏法制观念以及和日本社会的正常交流, 较容易涉及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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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据日本警察厅按国籍排列的外国人刑事犯罪统计, 最近 10 年, 在日本

的中国籍涉案人数一直名列榜首。 虽然这一现象一定程度上可以用 “在日外

国人中, 中国籍人数为第一” 来解释, 但是坏事传千里, 相关报道对在日全

体华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特别是 2003 年发生的 3 位小留学生 (18 ~

20 岁) 谋财害命、 杀害福冈一家 4 口 (夫妻以及两位幼儿) 事件, 震动日本

列岛。 当时, 各种报道铺天盖地, 后来在中国公安部及时将潜逃回国的两位嫌

犯捉拿归案、 判决后, 事态才慢慢平息。

值得注意的是, 长期以来, 在日从事专业工作的华人华侨和其他中国国籍

者兢兢业业, 为日本的产业、 文化、 高教、 科研等各领域的发展以及日中两国

的相互理解作出了贡献, 因此也得到日本社会的普遍尊重。 但是, 近年由于中

日两国关系的不稳定, 日本国内一部分媒体对在日华人专业人员的负面报道也

有所增多。 例如, 针对个别在日本知名制造业企业任职的华人技术人员的技术

泄密事件, 日本一些媒体将其上升到中国政府参与的国家战略行为, 以耸人听

闻的标题过度炒作, 给许多无辜的在日华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带来压力。 客

观地说, 被报道的这些行为违反职业道德, 无论在日本和中国, 都是不允许

的。 但是, 将个别人的行为上升到国家行为的片面报道, 不利于两国的正常人

才交流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信赖。 对此, 日本的大多数有识之士以及政府部门也

有清醒认识。 目前, 日本政府的留学生扩大战略和专业人才引进计划并没有受

到影响。

（二）在日华侨华人与中国、日本的关系

1． 1970 年代末以前来日的华侨华人与中国、 日本的关系

在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上, 1980 年代以前来日者及其后代大多已经归化

为日本籍。 1984 年, 在日中国籍特别永住者有 2． 23 万人。 到 2012 年, 中国

籍特别永住者只剩下 2622 人。 换言之, 除了年老死亡者以外, 大多已加入了

日本籍。 应当说, 这是外国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正常过程。

在对中国和台湾地区的关系上, 1980 年代以前来日者及其后代与台湾更

密切一些。 虽然其中相当部分的祖籍为中国大陆 (福建、 广东、 浙江等), 但

是他们中的第一代来日者大多来自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或者长期持有台湾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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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因此, 相比中国大陆, 对台湾更有亲近感。 但是在对 “自己是中国人还

是台湾人” 的认识上, 尽管没有专门的调查数据, 但是从 2012 年残存的 “特

别永住者” 自己申报的本籍地记录来看, 如前所述, 2622 人中, 81% 选择了

中国, 19%选择了台湾。 说明至少在老一辈华侨中, 作为 “中国人” 的身份

意识要明显强于 “台湾人”。

2． 1980 年代以后来日的华侨华人与中国、 日本的关系

1980 年代以后增加的华侨华人大部分是中国大陆出生的新移民及其后代。

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上, 与在此以前来日的华侨华人相比, 理所当然,

绝大部分对中国大陆有强得多的亲近感。

在对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上, 新移民因为来日时间相对较短, 加上中国国力

的日益增强, 因此更多人感情上偏向中国。 当然, 在留身份或者在日时间不

同, 对两国的感情也有所不同。 新移民在日本就职后, 特别是有了下一代后,

对日本以及所在地区、 社区的方方面面会变得更加关心, 自然会考虑永住或入

籍等重要问题。 日本社会法制健全、 行政透明度高、 机会基本均等、 国民勤劳

守纪、 环境整洁、 治安良好、 医疗和教育水平高, 虽然最近 20 年经济增长缓

慢, 但作为发达国家中第二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 依然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国

家。 因此, 如果没有 70 多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及其带来的遗留问题, 本来应

该会有更多的中国新移民选择在日定居。 但是, 因为历史问题, 最近 10 来年

两国关系 “政冷经热”, 一直不够安定乃至紧张。 在这样的背景下, 加上中国

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上升, 许多新移民最终选择了回国。 而选择定居的新

移民中, 更多的人选择了永住身份而不是日本国籍。

当然, 对于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 最感到担忧的是在华数万家日

资企业和广大在日华侨华人。 无论是取得了日本国籍还是选择了永住身份, 在

日华侨华人都衷心希望两国政府能顾全大局, 促进这两个影响世界经济的东亚

大国友好相处, 携手带领亚洲继续和平发展。

六　 小结

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统计数据, 结合笔者在日本的实际体验, 详细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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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和最近的现状。 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

(1) 19 世纪末至今, 受中日关系和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国内外环

境的影响, 中国至日本的人口迁移经历了增长、 长期停滞、 恢复、 激增等变化。 特

别是 1980 年代以后, 日本的华侨华人以及其他中国籍人口规模日益扩大, 日本已

经成为接受中国移民最多的 5 个发达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澳大利亚、 韩

国) 之一, 中国籍人员也在 2007 年以后成为日本外籍人口中的最大群体。

(2) 取得日本国籍的在日华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通过归化取得日本国

籍和出生时作为日本国民的子女取得国籍者。 2012 年末, 前者的累计人数已

达 12． 7 万人 (统计值), 后者则达 34． 5 万人 (保守估算值), 两者构成的华

人总数已达 47． 2 万人。

(3) 取得日本定居身份但保留中国国籍的广义在日华侨 (包括永住者、

特别永住者、 日本人之配偶者等、 永住者之配偶者等、 定住者) 人数已经达

到 28． 6 万人。 其中, 取得日本永久居住身份但保留中国国籍的狭义在日华侨

(包括永住者和特别永住者) 为 20． 3 万人。

(4) 2012 年末, 在日中国国籍人口总数已经高达 73． 63 万人 (包括取得

定居身份的在日华侨 28． 6 万人)。 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外国留学生和外国籍专

业技术人员的最大来源国, 也是外国籍单纯劳动力、 日本人的外籍配偶的最大

来源国。 中国国籍者的 70%以上分布在日本三大都市圈, 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的

东北地区、 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 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及台湾地区。

(5) 1980 年代以前, 华侨华人的职业集中在商业饮食服务业。 1980 年代

以后, 随着来日中国留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各界对毕业留学生的积极聘用, 以及

老一辈华人华侨后代的成长, 在日华侨华人的职业范围扩展到各种专业技术领

域以及政府管理岗位, 社会地位日益提高。

(6) 1980 年代以前来日的中国移民, 大多来自台湾, 绝大部分 (包括后

代) 已经加入日本籍。 1980 年代以后来日的中国新移民, 规模远大于从前,

大多来自中国内地。 在已经定居日本的新移民中, 选择永住身份者多于选择日

本国籍的人数。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新移民在日本学习工

作后, 半数以上选择回国,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 研究咨询决策、 创业开发、 外

资企业的经营管理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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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日本人口结构的 “少子老龄化” 问题带来的人口减少以及各

种相关问题将更趋严重 (UN, 2000)。 为了维持日本的经济活力与 (以年轻

在职者扶养退休老年人为特征)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进一步扩大外国年轻移

民规模已经成为日本必须考虑的战略选择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2008; 自

民党, 2008)。 尽管中日两国间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但是两个相邻大国在

经济贸易、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存在广泛的互惠合作乃至相互依存关系。 只要两

国政府从大局出发, 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 如果中日关系趋于好转和稳定,

在日华侨华人规模还会继续扩大, 从而进一步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和各领域

的深入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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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Chinese Japanese in the 21st Century
Dai Erbiao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Ⅱ, Chinese migration to Japan experienced a long
period of stagnation phase． But after the 1980s, China became Japan’s the largest
source of foreign students, foreign skilled and unskilled labors, and foreign spouses
of Japanese． Meanwhile, Japan has become one of the five main receiving countries
of Chinese migrants．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ime before the 1980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both in
population size and in the diversity of their residency status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attributes． These changes not only have increased the social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but als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nationals of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a lot of fields, including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trade, spor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etc.

Keywords: Japan; China; Taiwan; Overseas Chinese; Brain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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